 
经济特区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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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已40年，在实现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经济特区技术创新发展经历了“自身技术创新积累、向周边城市扩散、向更大范围扩散”三个阶段，主要通过园区共建、产业转移、企业迁移等途径实现技术创新扩散。在广东省省域范围内，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广东省各个经济特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特区创新指数增长1%，将带动广东省其他非经济特区创新指数增长1.022 9%。最后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研管理制度改革、研发经费投入模式和国际科技合作四个方面提出更好推动经济特区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溢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Effe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Zeng Zhimin1，Chen Ye2，Hu Yanjuan3，Xiao Jianhua4
（1.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Guang’zhou 510640, China
2.Futia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ureau,Shen’zhen 51804, China
3.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issu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Guang’zhou 510641, China
4.Th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e windows, vanguards and testing grounds for my country's reform, opening up and modernization.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tou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or 40 years. While achieving their own rapid development, they also have a radiating and leading role in surrounding citi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accumulation of its ow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to surrounding cities, and diffusion to a larger scale",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park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nterprise migration. In the scope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a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variou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innovation index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creases by 1%, which will drive the innovation index of other non-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Guangdong to increase by 1.022 9%. Finally,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R&D funding input mode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 policy path to better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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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是全球推动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实践，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1]。1980年以来，中央最早设置了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历经40年的发展，珠海、汕头，尤其是深圳的经济发展表现得日益活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基于此，经济特区的发展效应吸引了学者关注和研究[2][3]。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明确深圳、珠海、汕头等城市的发展是否得益于经济特区的设立。
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黄玖立等[4]研究发现，经济特区的设立除了能够推动出口外，还能在契约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姬超[5]重点分析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的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在经济特区设立初期，投资效率出现了短暂的下滑，而随着制度的调整，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效率都出现了相应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要素粗放使用的特点再次显现，投资效率再次下降，经济特区的经济转型也迫在眉睫。在出口、投资、全要素生产率等研究的基础上，杨经国等[6]进一步评估了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呈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区设立初期的经济促进效应明显，90年代开始下降，与姬超研究结果一致[5]。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对经济特区的经济效应评估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和深入的探讨，这些文献也特别强调了在新的发展历史背景下，不能过于依赖经济特区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加快转变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位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评估经济特区的经济效应。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其自身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本文则重点关注经济特区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即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是如何影响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
本文研究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主要原因分为两点。其一，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为在推动特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发挥特区的示范带动效应，进一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这一点少有关注。其二，由于技术创新的外部性特征，借助空间溢出的视角研究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效应变得有必要。本文拟在广东省省域范围内，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技术创新对省内其他城市的扩散效应。
1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理论分析
在享受技术创新产品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时，技术创新者也会吸引竞争者不断“模仿”技术创新，大规模、广范围的技术创新模仿行为即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扩散能够显著提升创新成果对现实经济的实际影响，是影响一个地区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测度[7]。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还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节点上，对周边城市技术扩散辐射作用较强，具有成熟的技术扩散关系，强大的创新扩散效应，能有效带动周边地方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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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示范效应、邻近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共同作用，技术创新在空间上表现为不断扩散和外溢，从而合力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8]。第一，技术的示范效应体现为初始创新者产生榜样引领作用，带动一批早期采用者和跟进者并能够受益[9]。第二，邻近效应则强调距离成为技术扩散强度的主要因子，技术创新扩散是有邻近效应的，一项新技术大多由近及远地波浪式扩散或等级扩散，少数远距离扩散可能是采用者所在地与扩散源区域存在相似的技术势能[10]。第三，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能够为技术扩散提供供给过程和系统平台，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互补性集聚，相似产业或关联产出行业间会相互学习，促进科技创新活动，这也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扩散[11]。
1.2经济特区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
技术扩散包含无形的技术和有形的产品。科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各种渠道来销售、扩散产品，附加在产品之上的技术也得到部分扩散。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窗，其技术创新扩散机制主要有：跨国企业间业务往来的技术扩散、与国内城市合作交流的技术扩散、产业就近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
一是跨国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扩散。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先天优势表现在，一方面受“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的驱动，另一方面其经济特区的身份能吸引全球大企业投资设厂，开拓中国市场，这其中不光是产品销售，部分伴随专利权转让。例如，当跨国企业是供应商，而特区内企业的身份为制造商时，产品的生产技术就会相互流入，扩散开来。海外企业中的部分产品与技术，流入特区内也需要因地制宜，跨国企业总部也会对特区内给科技企业施加压力，研发生产人员督促其尽可能不断进行创新、改进，技术扩散效应持续增强[12]。
二是与国内城市合作交流的技术扩散。城市间的创新扩散不仅取决于其空间距离，而且取决于城市在区域间的等级[13]。深圳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核心地域，与中国政治、金融经济中心的一线城市竞争、合作交流甚多，深圳特区内的先进科技总能够第一时间扩散传入北京、上海、广州地区，进而被其吸收、采用。随着信息科技快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进入加速期，新旧产品更替过程中会出现技术不断创新、升级，这就进一步刺激高科技产业不断寻求新的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强度明显提升。
三是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创新扩散效应不仅会受到经济特区本身的创新辐射扩散强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创新扩散地的吸收能力影响[14]。深圳周边中小城市，包括东莞，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比较齐全，政策优势也大有体现，基本满足承接深圳市产业转移的条件。特区向外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产品只能就地生产就必须要技术转让出来。产业转移往往会引发大量人员流动，部分研发、生产岗机要人员离职、流动往往会带走无形技术或隐形知识，促进技术创新扩散到其他城市科技园区，甚至产品市场。
2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历程与形式
2.1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历程
经济特区技术创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身技术创新积累阶段、向周边城市扩散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扩散阶段。 
（1） 自身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阶段。经济特区建立初期，深圳、珠海和汕头的科技基础较为薄弱，以深圳为例，建市初全市只有2名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是零，高新技术产业无从谈起。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的产业发展方向，受到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关注。随着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开始涌向深圳，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发迫切，深圳的科技发展开始萌芽。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发挥科研优势，积极为深圳特区服务，揭开了深圳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序幕，实现技术的原始积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市政府出台了许多关于大力推动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定，这成功吸引了一大批研发机构进驻。据深圳组织机构资源库数据统计，1990至2000年间全市注册研发机构数量从60家增加到840家，其中包括IBM、甲骨文、康柏、飞利浦、爱普生等知名跨国公司，以及华为、中兴、联想、长城、TCL等国内著名企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研发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期。
（2）向周边城市进行技术创新扩散阶段。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五座城市曾经同属惠阳地区，由于毗邻香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风暴眼”。1980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此后惠阳地区撤销，分出惠州、东莞、河源、汕尾4个地级市。五城“分家”后，虽然命运各有不同，但经济上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反而在新世纪加强产业融合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标志着开启了新一轮的深莞惠一体化格局。从2009年到2014年，深圳市加紧向周边城市如东莞、惠州进行技术扩散，东莞、惠州积极承接深圳市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如2013年5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共建清华东莞创新中心，不断引入新的、适合东莞产业发展的优势技术，促进东莞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2009年以来，深圳与惠州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特别是企业之间互动频频。比亚迪、TCL、华星光电、德赛、伯恩光学、赢合科技、欣旺达、光弘科技在深圳和惠州同时布局。
（3）在泛珠三角地区更大范围地技术创新扩散阶段。2014年10月，汕尾、河源首次参加深莞惠经济圈会议，正式加入了这一区域合作体，深莞惠经济圈正式扩容，原惠阳地区所辖的五城再集结。深圳与河源产业联系较为紧密，双方产业共建优势明显。深河两市在河源共建了深圳（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宝安（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南山（连平）产业转移工业园、盐田（东源）产业转移工业园等8个产业转移工业园，河源率先在粤东西北地区实现省级产业园县区全覆盖，深河产业共建、利益共享的战略合作格局逐步形成。此外，随着深中通道、广深港高铁等建设，深圳的企业、技术、人才正加速从珠江东岸跨向珠江西岸，带动了整个珠三角创新协作生态圈的变化。比亚迪于2018年12月正式启动中山工业园智能终端项目，华讯方舟计划在中山翠亨新区，投资31亿元建设集研发、封装、中试检测以及生产于一体的毫米波系列产品产业化基地，一批深圳的科技型企业正加速向珠江西岸布局。深圳也不断加强与香港的科技合作，如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珠海和澳门深度合作由来已久，也不断形成技术创新扩散效应。2019年珠海与澳门科技大学合作办学，力图在创新教育、前沿科技、优质医疗与医学研究、医药与健康产业、下一代互联网、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优秀文化传承、青年创新创业创造等领域拓展深度合作，为实现大湾区科技的创新发展的目标创造了坚实基础。在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作为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主体，汕头市金平区主动对接以色列及海内外科技、创新、人才、产业优势资源，竭力形成中以创新合作新示范。汕头市金平区科技实力雄厚、工业基础扎实，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落户在该区西部，恰好在汕头、揭阳、潮州接壤的“金三角”，是汕头辐射和吸纳揭阳、潮州的门户前沿地区。
2.2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形式
（1）以园区共建形式实现技术创新扩散。河源市、江门市与深圳市之间加强协同创新，形成产业互动。河源市、江门市与深圳市宝安区共同建设产业园区，一方面，使其承接深圳转移产业的能力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为河源市、江门市产业升级注入了更多鲜活的动力。河源市、江门市与深圳市宝安区加强“飞地经济”合作，努力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深圳宝安（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江门工业园是承载深圳市与河源市、江门市合作的重大平台。在江门市新会区，作为承载深江合作的重大平台深圳—江门工业园正在开发建设，目标是打造深圳“飞地园区”。
（2）以产业转移形式实现技术创新扩散。改革开发以来，凭借毗邻港澳的位置优势，深圳承接了香港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大量转移产业。经过技术创新发展和积累，深圳也向周边城市进行产业转移实现技术创新扩散，如表1所示。近年来，深圳以转移先进制造业、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其中包括华为、中兴、比亚迪、富士康等企业，并开始重点布局包括人工智能、5G等在内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另外，深圳外迁企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企业生产扩大，主要是在其他城市建设生产基地以扩大产能；第二是保留总部和研发机构，而将制造环节的部门外迁。总的来说，深圳产业转移从下游的加工企业转向高新技术企业，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创新型产业。
（3）以企业迁移形式实现技术创新扩散。近几年深圳制造业搬离深圳的消息不绝于耳，搬迁主体甚至从低端的落后产能逐渐蔓延至先进制造业，其中一些大中型企业，如中兴、比亚迪、富士康、欧菲光、华大基因、TCL、万泽、兆驰、兴飞科技、海派通讯、霍尼韦尔先后从深圳出走。企业向外转移的背后，是深圳城市扩容的必然结果。深圳的企业向周边、内地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转移的都有，其中由环深城市群承接的企业是最引人瞩目，其影响也最深远。东莞的松山湖聚集了大量来自深圳的企业，万科的建筑研究中心、华为的松山湖科研中心、VIVO和OPPO的科研中心、大疆的研发等等。惠州聚集了成规模的来自深圳的组装制造企业，还有临近的中山。 

表1 环深城市群承接深圳产业转移情况
	城市群
	产业承接地
	城际距离（KM）
	交通连接情况
	承接产业

	环深
	惠州东江
	70 
	地铁14号线（规划确定）+惠州轻轨
	LED光电、移动通讯、汽车电子等

	
	惠州惠阳
	60 
	地铁14号线（规划确定）
	制造业：TCL、伯恩光学等

	
	东莞松山湖
	60 
	地铁R1- 6号线（规划确定）
	科研创新、电子组装：华为、大疆、vivo、酷派、中集等

	
	东莞凤岗
	30 
	地铁（规划中）
	康佳等，少量低端制造业

	
	中山翠亨
	30 
	深中通道（在建）
	低端制造业：灯饰LED、 服装制造等



3经济特区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实证模型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经济特区相关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根据Anselin和Bera[15]的研究，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代表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内生交互效应，是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外生交互效应，是不同单位之间的干扰项之间存在的交互效应。、、、是对应系数，、是空间相关系数。是阶非负矩阵。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所示的具体计量模型：


其中，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表示待估计的空间依存性和空间依赖性，表示广东省各个地区创新指数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为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表示空间溢出效应，是解释变量对广东省各个地区创新指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为n阶方阵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余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本文采用林光平[16]构造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如下：

其中， （即区域在时期内各地区人均GDP均值），。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相似，则其空间依赖越强，矩阵的权值就越大。社会经济空间权重矩阵是一个动态矩阵，包含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动态过程，能反映出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表2 变量选取与指标说明
	
	变量
	指标说明

	被解释变量
	
	T期，非经济特区i的创新指数

	解释变量
	
	T期，经济特区i*的创新指数

	
	
	T期，非经济特区i的GDP

	
	
	T期，经济特区i*的GDP

	
	
	T期，非经济特区i的人口数

	
	
	T期，经济特区i*的人口数

	



3.2数据来源
城市创新指数来源于寇宗来和刘学悦[17]的研究。他们基于企业发明专利，通过专利更新模型计算了专利的价值，进而将每个专利的价值加总到城市层面，得到城市创新指数。由于企业创新形式的多样性，还通过新成立企业数据计算了城市创业指数。将创新指数和创业指数结合起来得到城市创新力指数，用这一新指数来估测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寇宗来和刘学悦[17]构造的城市创新力指数不仅反映了城市技术创新的活力，更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和价值。其余变量均取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3实证结果与分析
    （1）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实际问题的前提条件。迄今为止，最为主流和成熟的检验方法是Moran[18]提出的Moran’s I指数。其数值介于-1和 1之间，当Moran’s I 值大于零说明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反之则存在负的空间相关关系，Moran’s I 值等于零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s I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地区数；是属性的平均值;和分别是地区i和地区j的某种属性值；为本文中设定的多维空间权重矩阵；S2为属性方差，对Moran’s I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原假设 ( H0) 是没有空间自相关。

其中，是均值，代表方差。当Z值拒绝原假设，表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结果见表3，Moran’s I 值全部为正，并且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
表3 Moran’s I检验结果
	年份
	Moran’s I值
	Z(I)值
	年份
	Moran’s I值
	Z(I)值

	2001
	0.298 0
	4.558 9
	2009
	0.278 9
	6.984 1

	2002
	0.432 1
	6.748 5
	2010
	0.298 4
	5.246 6

	2003
	0.302 5
	6.014 7
	2011
	0.357 6
	6.147 5

	2004
	0.236 0
	7.245 4
	2012
	0.348 9
	7.468 2

	2005
	0.315 8
	5.687 4
	2013
	0.362 1
	8.214 7

	2006
	0.289 4
	8.554 8
	2014
	0.373 8
	8.014 5

	2007
	0.304 1
	8.014 7
	2015
	0.389 7
	7.347 8

	2008
	0.326 7
	7.145 2
	2016
	0.375 8
	6.981 7



（2） 实证结果。本文采用空间Huasman检验方法，利用Matlab测算出Huasman统计值为 157.526 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拒绝有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
	决定因素
	时间固定效应

	
	0.036 183 ***（10.625 215）


	
	0.016 011*（1.995 700）

	
	-0.002 301***（-3.599 150）

	
	0.002 431（2.062 868）

	
	-0.024 762**（-11.916 930 ）

	
	0.218 95***(23.662 491)

	
	-0.008 172*  (-4.365 14)

	
	-0.028 954**( -8.364 914)

	
	0.486 971 ( 1.085 621)

	
	0.836 975**(7.449 647)

	
	0.012 587**（13.674 986）

	修正
	0.726 432

	空间滞后Wald检验
	48.861 859**

	空间误差LR检验
	63.832 467***

	空间滞后Wald检验
	29.657 881**

	空间误差LR检验
	93.174 564***

	Hausman检验
	157.526 4***



注：1）***、**、*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t统计量。
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各个经济特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的弹性系数为0.036 183，在1%的水平下显著拒绝为0，表明某一个经济特区创新指数每增长1%，会给省内其他非经济特区的创新指数带来3.618 3%的增长；其次，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弹性系数是0.012 587，且显著区别于0，表明广东某一个非经济特区的创新指数每增长1%，会给省内其他非经济特区下一年的创新指数带来0.099个百分点的增长。其次，经济特区的GDP以及人口数量均对广东省其他非经济区域的科技创新增长起到负向的推动作用。
单一的选择SDM模型计算的空间滞后项或者误差项的参数估计值来解释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不足。为了对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合理解释，为了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本文采取了偏微分方法[19]，对此，将空间杜宾模型改成写向量形式：
     
其中，反应了、截面和时间的空间效应，在不同观测点的因被解释变量对第K个自变量在某一特定时间点的偏导矩阵如下：

直接效应为等式右边矩阵的对角线上所有元素的平均值，间接效应为该矩阵非对角线上所有元素的均值。所以，直接效应度量了自变量本身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间接效应是刻画了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表5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0.008 023
(0.546 788)         
	0.010 229**         (2.769 362)         
	0.018 252*         (3.372 667)         

	
	0.219 003***        (32.857 777)         
	-0.005 323***        (21.844 204)         
	0.213 680**      (13.083 221)         

	
	-0.008 956**        (12.105 361)         
	-0.002 565         (2.054 659)         
	-0.011 521***        (11.924 257)         

	
	    -0.022 175*        (-8.745 304)         
	0.001 199         (0.164 597)         
	-0.020 976*         (4.934 499)         

	
	-0.000 578*
(2.907 971)
	0.005 416
(-1.340 920)
	0.004 838*  
(3.168 875)


注：1）***、**、*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t统计量。

从经济特区创新溢出渠道来看：其中，间接效应值为0.010 229，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某一经济特区创新指数增长1%，将带动广东省其他非经济特区创新指数增长1.022 9%。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溢出渠道来看：其中，对于非经济特区而言，直接效应值为0.219 00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非经济特区经济越发达，促进其自身区域技术创新指数的增长的作用越明显。其次，就间接效应而言，值为-0.005 323且显著拒绝为0，这表明，非经济特区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特区的创新的抑制效果越明显，可能原因是非经济地区经济越发达，在人才等创新要素上的吸引力与经济特区差距越小，能够更容易地使相关要素汇集于非经济特区，因此，对经济特区创新能力的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于经济特区而言，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导致区域生活成本提升、人才资源竞争加剧，进而不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
4更好推动经济特区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路径
基于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研究，本文证实了经济特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我们发现广东省内其他城市的技术创新发展确实与经济特区的创新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就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加快经济特区的技术创新发展的步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更好推动经济特区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路径。
第一，加大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不仅在带动区域协同创新层面发挥重要作用，还是经济特区发挥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集散地。因此，经济特区需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形成定位准确、目标清晰、布局合理、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一方面，深圳要推动各类企业创新资源的整合，在生物基因与抗病毒、智能制造、海洋工程等领域建设省部共建或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方面，珠海、汕头如果要打造自身优势，需要结合自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布局，再深化部署建设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加强面向重大产业需求的科技创新研究。
第二，深化科研管理制度改革。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要结合中央给予的先试先行的制度优势，深化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充分示范经济特区的科技创新潜力。首先，在法律法规和学术伦理框架下，加强科技创新数据库建设，实现经济特区与其他城市技术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利用。其次，设立专门的探索性研究基金，弱化科研的硬指标考核，切实支持科研人员敢于尝试，不怕失败，探索前沿未知领域。最后，破除职称评定中“唯项目级别”的条件，更应关注研究项目的基础价值和创新性贡献。
第三，创新研发资金投入模式。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探索研发、科技和资本汇聚的新模式。第一，以市场化方式筹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便利化资助审核程序，发挥政府资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加强经济特区创新成果商业化效率。第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展开与国开行的深入合作，谋划设立“大湾区科研基金”“湾区科技银行”等科技金融机构，资助面向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第三，进一步明确经济特区各研究项目的使命、目标与任务，确定重点资助领域，形成错落有致的项目资助体系，避免重复对同一主体的资助，进而提高科研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第四，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开放是经济特区的核心优势，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也应构建起高效的国际创新网络，打造为全球创新高地。第一，进一步优化完善经济特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切实推动科研经费使用、人才流动、项目共同申报、仪器设备通关等方面的便利化通道建设。第二，支持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建立鼓励科研人员参加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的激励制度，对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的科研人员在出国派遣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第三，依托特区内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主动发起国际合作计划或项目，积极引进海外优秀创新人才来特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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